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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
———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韩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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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 市 场 贸 易 与 运 输 均 会 出 现

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

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

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 模 开 展，短 时 间 内 出 现 了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年 的 全 国 性 钱 价 上 涨 局 面，这 对

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 增 加 了 赈 灾 成 本，严 重 削 弱 了 赈 灾 效 果，并 造 成 了 全 国 性 的

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１８７７年才是中国１９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
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 清代的货币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面世①。不过，其中关于银钱比价

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极少关注灾荒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动问题。当发生较大饥荒或战争时，
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情况，是一个值得

引起关注的领域。
近些年来，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灾荒中货币问题的重要性，并

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囿于资料与视角，现有研究还非常不系统，极少从银钱比价变动的角

度分析灾荒的影响与赈灾的效率。所以，本文拟选取清代最大的灾荒个案———“丁戊奇荒”为研究对

象，以“丁戊奇荒”中山西的银钱比价为例，来窥探清代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当前学界关

于“丁戊奇荒”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其中不少涉及到了银钱比价的问题。何汉威在讨论“丁戊奇荒”的

救灾成效时，对灾区采取的“以钱赈灾”的措施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由于赈粮不足而需要赈钱来替

代，导致大量以银易钱的发生，造成银贱钱贵的困境，而面对高昂的粮价，“赈钱很快便会花费掉，于是

以钱赈灾的作用 全 失”②。李 明 珠 在 研 究 直 隶 灾 荒 与 粮 价 时 也 注 意 到 了 该 问 题，并 编 制 了“１７３８～
１９１０年间以铜钱和白银计算的直隶省小麦价格指数”表，认 为 直 隶 小 麦 在 几 次 大 的 灾 荒 中，尤 其 是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光绪大旱灾时钱价上涨明显，“粮价上涨，钱价也自然上升（也就是说兑换率低），因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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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了购买粮食而增加了对钱币的额外需求”①，但李并没有就当时银钱比率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考

证。郝平对“丁戊奇荒”的系统研究中，涉及了山西的银钱比价问题，认为除自然环境、政府赈灾举措、
市场供应关系外，各地银钱比价的不同也是造成山西区域间粮价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②，但郝未将银

钱比价与整个赈灾活动相联系，需要进一步扩展。此外，王丽娜在光绪朝江皖丙午赈案的研究中，设专

节讨论了救灾过程出现的“钱荒”问题，认为光绪晚期官方倡导鼓铸铜元即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钱荒”问

题，但由此却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③，此文虽不是对丁戊奇荒的专门研究，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可见，当前关于灾荒中银钱比价问题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即以“丁戊奇荒”中的货

币流通为切入点，考察货币比价的剧烈变动对灾情扩散、灾荒赈济的实际影响，进而考察区域间的货

币结构变化与全国性的金融波动之间的联系。

一　灾荒中的银钱流通与社会应对

清代实行银铜复本位制，银两与制钱是货币制度的基础。制钱由政府官局（中央户部、工部与地

方各省钱局）铸造，为民间社会使用的主要货币，严禁私铸、私销。银两属于称量货币，具有复杂的形

制、平砝、成色体系，官、私种类极为多样，没有统一的规制与管理，解交赋税、商贾大宗买卖多用银两。
清代的制钱和银两都是无限制使用的法定货币，彼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价，一般称之为“银钱平行

本位”或“银铜两本位”④。
当灾荒发生时，大量的外地货币随赈灾活动流入灾荒区域，灾区货币也会较以往更多地流入民间市

场，这样银钱之间正常的流通与兑换秩序就会迅速被打乱，银钱比价出现明显变动，影响社会赈灾效果

与市场物资流转。如“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五月间，共获

得各类赈款“银一千三百二十万一百一十八两七钱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⑤，
其中的赈钱额数远远低于赈银，但当时的各类物价大部分以钱标记，尤其是市场粮以及官商大量平粜

的粮食（分为本省仓粮、奉拨漕粮、外省采运粮、捐粮等）。据方志资料显示，“丁戊奇荒”间，山西省出

现明确粮价的州县有６４个，以制钱标价的达４４个，约占６９％，以白银标价的为２０个，其中１９个来自

重灾的晋中、晋南地区⑥。然而，当时市面制钱短缺的消息又频频出现，这就需要弄清灾荒中银钱的

流通与管理情况，特别是以制钱为主要媒介的民间市场如何将赈银、赈钱、粮食与灾民联系到一起。
清代的银钱流通，一般通过钱庄、钱铺等金融机构来进行兑换、周转，规模较大的钱庄称为银号，

“除兑换银钱外，重在钱票银票的发行”⑦。民间与官方的赋税、贸易均需要这些机构来沟通，“尽管城

市官员与商人拥有白银，但他们的白银是以住在乡村的平民所支付铜钱再在钱庄兑换来的”，由于政

府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制钱，“政府也在钱庄以铜钱换成银两以支付开销”⑧。所以，银钱比价的

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钱庄老板的操控。灾荒时期，钱庄、钱铺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民间赈灾、
交易、运输均要集中地大量使用铜钱，这势必会造成钱价的上涨。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曾国荃

紧急“于华裕（钱庄）借钱五千串文……以济晋中运费之不足，具见勇于拯救晋灾，仰佩无既”⑨；李提

摩太回忆其在山东赈灾时曾提到，“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钱庄、钱铺）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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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救灾工作免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制钱）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

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

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①。可见，钱庄积极配合赈灾活动，作用巨大。
山西省在“丁戊奇荒”时期所接收的赈款绝大部分为银两，而民间社会的货币流通却以制钱为主。

当时的官员亦认识到赈钱优于赈银，“散米诚善矣，倘扣算米石，不敷赈给，又宜酌量变通，或先尽米再

用钱，或钱米分配，或全以钱代，均无不可。或谓赈银亦有数便，盖以银代？不知银质坚厚，毫厘难于

分析；又秤有低昂，色有高下，易滋蒙混。且贫民得银，又将易钱，辗转之间，伤耗不少。若用钱，则无

以前诸弊。又三五零钱，取用甚便，亦法之善也”②。在实际赈灾过程中，山西当局开始也基本遵循此

法。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二月，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若均赈以米谷断无此巨宗之粮，势非搭放钱

文不足以资周转，然放粮则应撙节，而放钱则应酌增”③。面对高昂的粮价，有限钱文所起的作用并不

是很明显，而山西省内制钱供应的匮乏更是增加了赈灾的难度，如李提摩太在晋南的赈灾，“将银两兑

换成铜钱的困难和缺少人手，是李提摩太在山西省南部赈济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的”④。参与

山西灾赈的江南士绅金福曾，就向曾国荃反映过筹集赈钱的难度，“穷民领银换钱，必被钱庄克折，如

概给钱文，又无处兑换多钱，且恐运脚不便”⑤。

由上可知，仅靠钱庄、钱铺来缓解灾荒时期对制钱的大量需求，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不得不采取

一些变通的办法，来提高赈济灾民的速度。首先，官府设官粮店、官钱店来调剂、流转制钱。光绪四年

（１８７８年）五月，曾国荃奏称：“晋省上年灾荒异常，市集粮价日昂，银价日落，以致民间粒食维艰，憔悴

实甚。当饬司道会议，在于省垣适中地方，委员率同本地商伙设立官粮店，减价平粜；复于附近开设官

钱店，俾粜粮得价后即以易银周转，免被市侩居奇。数月以来……办理渐有成效。”⑥其间还设立了平

粜官粮总局，“即以逐日所卖粮石钱文兑换银两兼平钱价”⑦。其次，放宽粮食市场的交易范围，避免

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同时鼓励灾民直接与粮商交易，绕开钱庄。如，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六月，“招

商贩运粮石……今已运至碛口，自行与民交易，现粮、现钱，两手相付，是款项随时收还，不至虚悬无

着，似可毋庸由敝处汇兑”⑧。第三，动员本地绅商捐钱、动用官库现存制钱，赈济灾民。如，山西黎城

县“（光绪）三年，粮价昂贵，斗米千钱，贫民买食维艰……邀劝商富共捐输钱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七千，
又动用地方公项钱一千四百六十串，采买米石，设立粥厂”⑨。第四，更为重要的举措则是从省外地区

紧急调入大量钱文，以江浙地区的赈捐钱文为主。山西灾情惨重，“所急者不在粮米，而在钱文，故赈

饥之士统观大势，维持全局，特由沪上以银易钱运往晋省，所以近日沪市中钱价骤昂，而银价反贱”瑏瑠。
时人评论，“直隶、豫、晋三省散赈之钱，均须由南往，则三省之钱早已不足可知矣”瑏瑡。最后，也是最无

奈的办法则是直接向灾民发放小块银两，以应急需。李提摩太回忆晋南赈灾，“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

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二

到三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用一些铁匠，在一所院

子里，燃起炉火，把５０两（相当于英国的６０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

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瑏瑢。金福曾在山西赈灾时也被迫这样，“南中带来多系宝银，先行捶

碎后，查见户口，核定每口若干，逐包称好。假如大口给银八钱，小口四钱，则自八钱起以至几两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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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９页。

⑤　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８册，《户部咨行荒政条奏》，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５８２１～５８２２、

５７２９页。

⑦　光绪《山西通志》卷８２，《荒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续修四库版，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博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１８７６～１８８４）》，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１２页。

⑧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３３１、３３２页；第３册，第５７３页。

光绪《黎城县续志》卷一《纪事》，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６页。
《论贩米赈晋》，《申报》第１１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影印版，第５８２页（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论近日钱银》，《申报》第１２册，第４８１页（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１２０页。



为止，各式酌备若干包，临时验票分给，以归便易”①。
以上五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钱短缺、钱价高昂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但由于此次灾荒长达

三年，波及整个华北地区，使这些措施很难保证持续性，在时间上产生了效果递减的局面。

二　“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的银钱比价变动

虽然清代不同地域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在细节上多有不同，但由于与全国总体的制钱、银两供应相

联系，故各地的银钱比价变动有着相对一致的趋向性。在资料调查中，笔者发现银钱比价方面的具体

资料非常少，成系统的记录则更为稀缺。所以，本文谨将从各类零散资料中搜寻、辑录的部分银钱比

价数据开列于此，以时间顺序进行整合、汇总，并作总体解读②。
由于银钱比价所体现的真正变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故有必要对“丁戊奇荒”之前与之后的银钱

比价也进行梳理。现仅就笔者搜集到的山西银钱比价资料开列如下。

１．“丁戊奇荒”之前的银钱比价

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每银一两市价合制钱１３００文”；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每银一两市价

合制钱１５４０文”③；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九月，“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七八百文至二千数十文”④。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山西平遥的银钱比价约为１４５７文／两⑤。
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五月，平遥，“刻下钱数一千八百三十”⑥，即银价１８３０文／两。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三月，平遥，“刻下钱数一千八百六十五”⑦。
光绪元年，大同府广灵县知县崔丹桂，将“所有新旧银两”（包括历年积存经费银１１００余两、变卖

树价银３００两、义学经费项下拨银２００两，共１６００余两），“按市价易钱”，再加上“文昌会拨钱一千五

百千文、梁庄义塾地变价拨钱七百千文”，“共得钱五千五百余千文”⑧。故，银１６００两约合钱３３００千

文，即银价约２０６３文／两。

２．“丁戊奇荒”期间的银钱比价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九月，忻州、定襄县，“将平粜价钱按每钱一千四百九十二文，易银一两，并赈

济贫民，仓谷亦按平粜价钱易银”⑨。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九月，“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四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

百余文”⑩。而八三钱，即每８３０枚铜钱可当一吊钱使用瑏瑡。这种货币不足额数的市场行为，便是“短陌”
惯例瑏瑢。“八三钱一千四百文”仅合实数制钱１１６２文，故太原银价约１１６２文／两，省南约１１００文／两。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制钱快速升值，使粮食市场复杂化，省北１３００～１４００文／两（是平常的

８３％）；省南１１００文／两”瑏瑣。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晋灾已报七十六厅州县……南路市镇每纹银一两仅能换钱九百余文，

粮贵钱少，赈务最不相宜”瑏瑤。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一月，解州，“每米一石例载定价银一两六钱，五合之米仅应银八厘，照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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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８册，第５７２９页。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部分银钱比价数据是由推算而得，推算按当时的市价折合。

④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１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７９页；第１１８页。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３～５４页，“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平遥、祁县

钱价及利率表”，此处钱价取全年平均值。

⑦　黄鉴晖主编：《山西票号史料》下部，“平遥总号致分号信”，第８５９、８６０页。

光绪《广灵县补志》卷二《营建》，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１页。

⑩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３８１、２１７、２１８页。

张宁：《中国近代货币史论》，第７６页。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９３页。不仅山西，其他不少地区也存在着“短陌”惯例，如天津，“八月间，

天津钱市英洋每元可换钱１３２０文，至上月下旬只换得九六串钱１１７０文，合之足串仅１１２４文 也”。“九 六 串”，即 钱９６０文 合

１０００文使用。参见《申报》第９册，第４９３页（光绪二年十月初七日）。

博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１８７６～１８８４）》，第２３～２４页。
“光绪三年十月十八日京报全录”，《申报》第１１册，第５５１页（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时估，只换钱九文”①。可知，银０．００８两可换钱９文，即银价约１１２５文／两。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二月，“省北时估银八厘尚可易钱十一二文，省南时估更低，不过易钱七八

文、九十文不等。际此粮价奇贵，钱十文不过得米一合”②。即省北银价约１３７５～１５００文／两，省南约

８７５～１２５０文／两。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 二 月。洪 洞 县 梁 培 才 编 写 的《山 西 米 粮 歌》也 间 接 反 映 了 当 时 的 银 价。

“（三年）腊月天冻饿毙人死千万，至年底一斗麦三两四三。四年上大年节新正元旦，许多家少敬神少

贴对联，至三月每斗麦过了四串”③。又据民国《洪洞县志》载，“三至四年岁大祲，斗米麦制钱三千六

七百文不等”④。可知光绪三年斗麦价最高为３７００文，即“至年底一斗麦三两四三”。所以，光绪三年年

底钱３７００文约等于银３．４３两，银价约为１０８８文／两。此外，由“（三年）年底一斗麦三两四三……（四年）
三月每斗麦过了四串”，可知，银３．４两按市价小于钱４串，即银１两小于钱１１７６文，与前面的推算相符。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夏县（属解州直隶州），“麦 一 石 约 三 十 二 余 两，面 一 斤 约 二 百 文”，而 解 州

“当时捐输粮食也有统一的规定：１石谷＝１６５斤；１石高粱＝１６０斤；１石麦子＝１９０斤”⑤。所以，麦

价约０．１６８４两／斤，面价约２００文／斤，麦价应小于面价，银０．１６８４两应小于钱２００文，即银１两小于

钱１１８８文。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正月，山西省“饥民四百余万口，计之每人分银不过一钱四五分，易钱止值一

二百文，籴米止得一二升……”⑥可知，银０．１４～０．１５两约换钱１００～２００文，即７１４～１３３３文／两。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初，李提摩太在晋中赈灾，“二十个铜板等于英国的一个便士”，而“１００两白银

相当于３０英镑”⑦，故１英镑（２４０便士）约合银３．３３３３两，合钱４８００文，即银１两约合钱１４４０文，但
李提摩太所至的太原地区，“８２文被看作１００文”⑧，故银１两合实数制钱约１１８１文。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春。汾 州 府 临 县，“四 年 春，斗 米 银 二 两”⑨；“四 年 之 春，斗 米 二 千 三 四 百

文”瑏瑠。故银２两约为钱２３００～２４００文，即１１５０～１２００文／两。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五月，“伏查山西省城附郭一带上年被灾较南路稍轻……今年数月以来纹银

一两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不等……南路银价极低，每两仅换钱九百余文及千文不等……河东米面每

斤制钱一百七八十文，每民斛一石需钱四十七八千文，嗣因银价稍起，每石尤需银四十四五两”瑏瑡。可

知，太原银价约为１１５０～１２３０文／两瑏瑢，晋南约为９００～１０００文／两，河东约为１０７０～１０９０文／两瑏瑣。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上半年，在平阳县，“李提摩太等平均给每人散发约５００文左右，最多的８００

文，最少２００文，在１８７８年的前几个月中一共救济了平阳县的１４５个村庄，共１００　６４１人，赈银５２　７４５
两”瑏瑤。可知，赈济１００　６４１人约散发钱５０　３２０　５００文，约合银５２　７４５两，故银价约９５０文／两。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八月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六月，沁州，“（光绪四年）八月……州捐局存钱一千

三百余千，以市价易银一千二十两有奇”，即八月银价约１２７５文／两；“十月内，州捐局复陆续收钱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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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沅甫抚帅》，转引自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第１６３页。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２７１页。

杨海山：《激人猛醒的“山西米粮歌”》，《文史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民国《洪洞县志》卷１８，“杂记”，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４５页。
《解州放赈事宜告示文条》，转引自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第９１、１６３页。
《申报》第１２册，第１１５页（光绪四年正月初八日）。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１１５、９９页。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１２０页，“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 来 的 时，有 人 告 诉 我８２文 是 如 何 代 表

１００文的。”这是“短陌”惯例。此外，李提摩太对当时山西的银钱比价有所抱怨，“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

数学的基础……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１５００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１０００文”。

民国《临县志》卷３，“沿革”，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８页。

民国《临县志》卷１７，“著述”，“荒年记 附备荒纪要”，第４８５页。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四册（光绪四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７５～１７６页。“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京报

全录”，《申报》第１３册，第１４３页（光绪四年七月十二日）。

因“短陌”的存在（８２文合１００文），故１４００～１５００文合实数制钱约１１５０～１２３０文。

每石粮四十七八千文大约合银四十四五两。

博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１８７６～１８８４）》，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五百余串，以市价易银一千三百余两”，即十月银价约１１５４文／两；“（五年五月）州郡领马六十六匹，定
价每匹八两，牛十三只，十两、八两不等，各约遵照来州领买，计牛马收价一千五十余串”①，由此可知，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五月，银价约为１６２８文／两②。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十月，“河东一带……纹银每两换钱仅一千零数十文”③。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洪洞县，“银价低至七百，斗米昂过三千”④。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临汾县，“每两银易制钱千文，较余初莅任时粮价反增三倍”⑤。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芮城（属解州直隶州），“斗米价至四两”⑥。而该年芮城，“升米五百钱，石粟

四十两”⑦，可知斗米（１０升）约５０００文。故银４两约合钱５０００文，即约１２５０文／两。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西教士李楷于西历二月间由山西平阳府书来信言……银价则较去年每两

贵至一二三百文不等”⑧，可知，银价回升１００～３００文，而平阳县光绪四年的银价约为９５０文／两⑨，故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初银价约为１０５０～１２５０文／两。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四月，“绛州于月初得雨未透……银价一千二百左右”瑏瑠。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十月，晋南地区，“与民交易，悉用现钱，比年商贾不通，市集每银一两仅值千文”瑏瑡。

３．“丁戊奇荒”之后的银钱比价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盂县（属平定直隶州），“出换银一千八百七十九两三钱五分……入换银钱三

千一百一十六吊二百三十九文”瑏瑢。银价约１６５８文／两。

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十月，平遥，“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三十一”；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五月，“刻下

钱数一千五百三”；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五月，“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一十四”；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六

月，“刻下钱数一千五百三十六”瑏瑣。

综合上述银钱比价数据，可以制做一个“丁戊奇荒”前后的山西省银钱比价简表，如下。
表１　山西省银钱比价简表（同治十年至光绪六年）　（单位：文／两）

地区
同治
十年

同治
十一年

光绪
元年

光绪
三年

光绪
四年

光绪
五年

光绪七年

山西通省 正月，７１４～１３３３

晋北

地区

晋北

广灵县

忻州

十月，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十二月，１３７５～１５００

２０６３

九月，１４９２

晋中

地区

太原县

临县

平遥

盂县

九月，１１６２ 年初，１１８１

五月，１１５０～１２３０

春，１１５０～１２００

１８３０　 １８６５

１６５８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光绪《沁州复续志》卷四《灾异》，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７页。

牛马总价约６４５两（即６６＊８＋１３＊９＝６４５，此处牛价按均价９两计算），合制钱１０５０余串。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３７０页，此处取约数１０５０文／两。

民国《洪洞县志》卷１６，“艺文”，第４１１页。

民国《临汾县志》卷５，“艺文类”上，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８８页。

民国《芮城县志》卷１４，“祥异考”，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８页。

郭春梅：《河东“丁戊奇荒”探研———以河东碑刻为主》，《山西区域社会史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区域社会史研讨会２００３年，芮

城县碑刻《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
“灾区近信”，《申报》第１４册，第２１７页（光绪五年二月十九日）。

博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１８７６～１８８４）》，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四月二十七日潘君振声山西绛州来函”，《申报》第１５册，第７７页（光绪五年六月初二日）。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５５０页。

光绪《盂县志》卷终《京都捐银铺户》，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７页。

黄鉴晖主编：《山西票号史料》下部，“平遥总号致各分号信”，第８６５、８６６、８７１页。



地区
同治
十年

同治
十一年

光绪
元年

光绪
三年

光绪
四年

光绪
五年

光绪七年

晋南

地区

晋南

平阳县

解州

洪洞县

临汾县

绛州

沁州

夏县

芮城县

河东

地区

九月，１１００

十月，９００

十二月，８７５～１２５０

十一月，１１２５

十二月，１０８８

１１８８＊

五月，９００～１０００

上半年，９５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八月，１２７５

十月，１１５４

二月，１２５０

五月，１０７０～１０９０

十月，１０５０

十月，１０００

二月，１０５０～１２５０

五月，１２００

五月，１６２８

　　注：带“＊”的表示此地区的银钱比价小于次数。

由上可知，山西省的银钱比价资料非常零散，无法进行成序列的比较。但从数据相对集中的光绪

三年（１８７７年）、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可以粗略看出银钱比价变动的趋势特点。
首先，在时间跨度上。①１８７７年较集中地出现了银价下跌、钱价上涨的现象，钱价明显高于１８７７

年之前，１８７７年较其１８７０年代上半期的平均钱价高出了近７００文。②１８７８年山西省总的银钱比价

形势较１８７７年更加严峻，钱价呈继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受灾最重的晋南地区，晋南１８７８年总的平均

钱价较１８７７年上涨约１５０文。③１８７９年之后的钱价则明显处于回落状态，要远低于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

的钱价，如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初的平阳府钱价已明显回落，“粮食除麦以外杂粮不过较丰稔时贵一倍

耳，银价则较去年每两贵至一二三百文不等，故已渐有转机”①；平遥县在光绪十五年至十八年（１８８９
～１８９２）间的银钱比价②，明显低于“丁戊奇 荒”时 期 晋 中 的 钱 价，但 要 高 于“丁 戊 奇 荒”之 前 的 钱 价。
这一趋向也显示出，同治朝以后总的银钱特点逐渐转向“银贱钱贵”③。④在灾情最严重的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山西钱价的年内变化亦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如 光 绪 三 年（１８７７年）晋 南 多 个 地 区 在 九 月、十

月、十二月的最高钱价分别为１１００、９００、８７５文／两；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沁州及河东等地区的钱价亦

呈年内逐步上涨的态势。
其次，在地域跨度上。①“丁戊奇荒”时期，山西出现了全省域的钱价上涨，如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年间的

钱价总体升为１０５０～１２６０文／两④，远高于其前与其后的钱价。②晋北的钱价低于晋中，而晋中的钱

价又低于晋南⑤，晋南的形势最为 严 峻。这 种 情 况 与 山 西 省“丁 戊 奇 荒”期 间 的 粮 价 分 布 非 常 相 似，
“（光绪三年）以晋南地区的解州、蒲州府、平阳府、绛州最高”；“光绪四年山西粮价较上年总体走高，峰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灾区近信”，《申报》第１４册，第２１７页（光绪五年二月十九日）。

参见前文，分别为１８８９年１５３１文／两、１８９０年１５０３文／两、１８９１年１５１５文／两、１８９２年１５３６文／两。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５８７页。

１８７７年年内总的平均钱价约为１２１０文／两，１８７８年约为１０５０文／两，１８７９年约为１２６０文／两，数据综 合 于 山 西 省 银 钱 比 价

简表（即各地平均钱价的均值）。英国学者博尔曾推算山西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间 的 银 钱 比 价 在１∶１２７５至１∶１５００间，美 国 学 者

艾志端也沿袭这一看法，但博尔给出的比价并无具体数据支持，且对晋南钱价上涨的估计明显不足，需要做出修正。参见博

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１８７６～１８８４）》，第ｘｉｉｉ页；艾志端：《铁泪图》，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页。

晋中（尤其太原地区）的总体钱价虽然低于晋南，但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间变动不大（维 持 在１１７０文 左 右），除 该 地 汇 集 钱 庄 银

号、制钱供给较多外，还因为“山西省城附郭一带上年被灾，较南路稍轻，东距直隶获鹿 不 过 七 日 之 程，北 路 有 包 头、宣 化、钜

镇转输较便，是以粮价略平”。《申报》第１３册，第１４３页（光绪四年七月十二日）。



值依然集中于晋南地区，晋中地区紧随其后（晋北地区没有记载，但通过灾情可以看出晋北受 损 最

小）”①。故灾荒愈严重的地区粮价愈高，而当地银钱比价也愈高，即钱价随粮价快速上升②。③在一

定程度上，“丁戊奇荒”中大量以银易钱的出现，使灾区的钱价远高于其他地区，并在短期内带动了全

国性的钱价上涨，此点在后文将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此外，如前所述，“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出现明确粮价的６４个州县中，以制钱标价的达到４４个。

以白银标价的２０个州县中，１９个来自晋中、晋南的重灾区，其中平阳府有５个、蒲州府４个、绛州直

隶州４个、解州直隶州３个、隰州直隶州３个③。可见，此种情况与上述分析是相呼应的，说明灾情越

严重的地区制钱流通越稀缺，被迫以银两作为粮价的标价。

三　“丁戊奇荒”时期银钱比价变动的影响

灾赈的绩效点体现在，如何将有限的赈粮或市场粮食，及时有效地散发或粜卖给饥饿的灾民。其

中通过市场到达灾民手上的粮食，需要货币作为媒介，以进行粮食的运输、赈款的兑换、发放，这些都

受到银钱比价变动的直接影响，而且重大的地域性银钱比价变动也会间接影响全国的银钱比价走向。

１．由于银价下降、钱价上升，进一步抬高了粮价，降低了灾民的实际货币购买力，也降低了官方与

民间的灾赈速度，尤其削弱了赈灾款项的实际含金量。
大荒中的灾民（本身已无存粮）一般有四种获得粮食的途径：①本省仓粮、粥厂、外来各类赈粮对

灾民的免费发放；②灾民用发放的赈银（易钱后）、赈钱购买市场上的粮食（平粜粮、私家粮）；③灾民典

卖自身物品后购买市场上的粮食（平粜粮、私家粮）；④抢掠、变匪、吃大户。其中，第①种需勘灾后对

极贫、次贫进行赈济；第②③种均需要通过交易才能获得粮食，制钱为主要媒介；第④种仅少部分地区

偶尔发生。故共三种类型。
由于向灾民赈放钱文、灾民购买食物等活动，短期内增加了对制钱的额外需求，引发山西市场上

制钱流通量的相对不足。“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以制钱示价的各类商品，除食物外（粮食为主），价

格均极为低廉，如辽州“贫民鬻田物以求生，然少买主，价钱极贱，良田每亩数百钱，崇楼广厦仅易米

一、二升而已”④；文水县，“图书名迹，尽前贤祖父搜罗，费万钱，尽被收荒收拾去换将一饱也”⑤。制钱

的大部分流通量涌向了粮食市场，直接降低了灾民第③种途径的有效度。同时，由于粮食市场中大量

制钱流入，粮价上涨的实际速度比钱价更为迅速，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九月，太原地区的粮价约为１．
８两／斗米，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五月升至约４．６两／斗米⑥，增长了近１５６％，而同期的钱价则从１１６２
文／两最多升至７００文／两⑦，最多增长６６％。所以，制钱大量流入粮食市场，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灾

民的货币购买力，间接降低了灾民第②种途径的有效度。
更为严重的是，进入灾荒高峰的１８７７年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出现了“钱荒”，尤其是官方

掌握的制钱急剧减少，这既说明灾荒时期社会巨大的制钱需求迅速扩张，又显示官方与民间的赈灾效

率出现了不可控制的下降。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一月，襄陵县知县钱墉本应根据成例发放赈粮或

相应的赈银，但“鉴于粮食储备有限以及银钱兑换率很低，知县决定发放钱文和粮食，不发相应的银

子”，至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三月，因制钱短缺，“发放钱文”被迫完全中断⑧，仅仅维持了４个月，以后再

未发放过。考察山西赈灾中的制钱流通、回笼情况，也可看出制钱的市场短缺以及官方在稳定银钱比

价方面的无力。曾国荃在赈灾期间曾连续向朝廷上“晋省官民捐赈请奖疏”，以鼓励、表彰社会捐助对

·６８·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③　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第９２页；第８７～９１页。

李明珠已经提出此观点，“粮价上涨，钱价也自然上升（也就是说兑换率低），因为农民为了购买粮 食 而 增 加 了 对 钱 币 的 额 外

需求”。参见《华北的粮价与饥荒》，第３４～３６页。

王正基：《辽州荒年记》，光绪《辽州志》卷之六下，《续艺文记》，第３４页。

光绪《文水县志》卷末《志余》，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２１７～２１８、３２７页。
“７００文／两”为太原以南、灾情更严重的洪洞县的钱价，参见表１。

安特利雅·扬库著，邱志红，夏明方译：《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

灾荒与中国社会》，第４９４、４９８、５０１页，参见附录Ｃ．十二次放赈细目。



政府赈灾的巨大支持。自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至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山西的官民捐赈连续不断①，但

第二次捐赈（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二月）后，捐钱额数呈明显的骤减趋势，且捐钱总额远小于捐银总额。
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十月，曾国荃上奏“遵旨报销赈款疏”，对两年来的山西赈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总结，
内称“计自光绪三年陆续开赈起，截至本年五月底止……共收入款银一千三百二十万一百一十八两七

钱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至于出款，共支发各项银一千零七十万三百一

十五两零、钱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五十七千七百六十六文”②。可见，此间山西收入的制钱竟全部支发

完毕，没有库存，这从侧面亦证明了市场上制钱流通的紧张程度，并显示出官方所获取的制钱收入大

部分来自捐赈。
此外，灾区钱价的高涨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外地赈款的收兑、分发，削弱赈款（银两为主）的实际

含金量。因为灾区的钱价要明显高于外部地区，如《上海经募直豫秦晋赈捐征信录》显示，１８７８年上

海的银钱比价约为银１两合制钱１６１０文③，而晋南临汾同期的银钱比价则为１０００文／两。这样，由上

海发送至晋南地区的赈银，其兑换制钱的含金量缩减了约６１０文，丧失了近３８％的钱文，而灾区钱价

上涨的速度又远远赶不上粮价的上涨速度，所以，由外地运入的赈银的含金量在灾区便大大缩水了。

２．高昂的钱价大大增加了运脚费用，明显降低了外地粮食输入灾区的效率与效益。
“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官方所获全部粮食的流通情况较为复杂，“至赈灾结束时，山西省共集粮一

百七十六万余石，其中奉拨南漕、东漕约四十八万石，采运粮四十七万石，仓粮约七十六万石，各省捐

粮约六万石”④。但这些粮食到底是如何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交易到达灾民手中的，有多少是

直接赈济给灾民的，现在还无法完全弄清楚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除本地仓谷以外的１００多万石

粮食是由外地各省艰难运输至山西的，而其中的运脚费无疑是一项巨额开支，如曾国荃所讲“内外运

费乃赈款第一大宗，故此次所用尤为特巨”⑥。以山西虞乡县为例，自１８７７年秋至１８８０年夏，虞乡县

陆续得到外来赈粮、平粜粮的救济，“统计各路漕粮暨籽种共壹万贰百柒拾玖石有奇，领运脚银壹万壹

千贰百壹拾陆两有奇，又领脚钱伍千贰百壹拾玖千有奇”⑦，每石粮的运脚费用平均高达银１．０９两，
另加钱５０７文。

灾区高昂的钱价又增加了运输成本，主要体现在对运输劳力的货币支付上，以制钱为主。赈银仅

能兑换较少的钱文，而由于灾荒劳动力锐减，工钱益高，尤其在与粮食相关的行业中，迫使更多的赈银

耗用于运费。正如曾国荃所言：“运费一项远或数千里，近亦数百里，无论船运、车运、驮运、夫运，均照

民价雇募，而正当灾祲之时，羸马日形短少，人夫四处流亡，民价之昂固已数倍于昔，时且民间雇价多

系以钱文交易，而其时每银仅值千文，以故运费之多，较他项尤巨，几居大半云。”⑧ 此外，商运粮食的

运费还要高于官方，“商贩之粮脚价比官粮尤贵，贾客贸易营生操奇计赢以图余利是其惯技，售价不能

与官粮相等”⑨。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⑨

“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官民捐赈表（光绪三年至光绪五年）：

时间（光绪） 三年十月 四年二月 五年四月 五年五月 合计

捐银（两） ６４７　０００　 ８０８　５３９　 ２３２　８０９　 １１５　４７６　 １　８０３　８２４

捐钱（千文） １４４　８５５．２６　 ７８　８３５．５　 ９　２３８　 ２３２　９２８．７６

捐粮（石） ４　７８３　 １　７７２　 ６　５５５

参见《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３３８、４６６、４８４页。此表是对何汉威书中“表十八 山西官民捐款数额”的补充，参见其《光绪初年

华北的大旱灾》第７２页。

⑥　《曾国荃全集》第１册，第５５０页。

征信录所载银两多为规银，“沪 上 收 款，或 银，或 洋，或 钱，而 平 色 价 目 互 有 不 同，故 随 时 注 价，通 盘 扯 数，合 作 规 银，俾 免 分

歧”，如“（助赈公所）支钱九百六十一千八百一十五文，合规银六百六十三两三钱二分一厘”，计算可知，规银１两合制钱１４５０
文，折算为库平（库平１两约合规银１．１１１９８两），则为库平银１两合制钱约１６１０文。参见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

荒政书集成》第８册，第５２８８、５３０５、５３２７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８１、８６页。

⑧　光绪《山西通志》卷８２《荒政记》，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参见闫丽：《“丁戊奇荒”期间清廷赈粮调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２００８年。

光绪《虞乡县志》卷十一《艺文》上，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０页。
“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京报全录”，《申报》第１３册，第１４３页（光绪四年七月十二日）。



３．“丁戊奇荒”时期灾区的银钱比价变动短期内带动了全国性的钱价上涨，这一影响与中国１９世

纪后半期“钱贵银贱”的趋势相交织，成为影响清末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学界对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现“钱贵银贱”现象的判断，基本倾向于：同治末光绪初，银钱比

价发生明显转折，由银贵钱贱变为钱贵银贱了①。对此，梁启超很早就做出了较为典型的解释：“然自

同治末叶以降，钱价之比于银，反日见其涨，此则别有原因焉”，“盖自南京沦陷以后，政府见铸钱无所

获利，各省钱局，率皆闭歇，即间或铸，亦时作辍，且为数甚微，而前此好钱销毁已尽，所余惟沙板鹅眼

之属，民间私铸，亦无利可图，故钱之供给日少，而国中人口，每年平均，约增加百七十万，一切交易大

半以钱，故钱之需求日加。咸同之间通商初开，入口货多而出口少，银之流出者多，而国内银价腾，及

大乱既定，休养生息，对外贸易，渐保平衡，银稍稍来归。”②后来的学者，也基本围绕制钱日少、铜矿减

产、国际银价跌落等因素来解释③，但均未涉及灾荒对银钱比价的影响。
通过前文可知，“丁戊奇荒”时期山西省的银钱比价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动，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

大影响。那么，该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的银钱比价情况如何？变动原因及影响又如何？这是一个不容

回避的重要问题。
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仅搜集到三种相对成序列的银钱比价数据，与表１的山西省一起开列如下。

表２　１８６９～１８９０年中国部分地区的银钱比价表④　（单位：文／两）

年份 １８６９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６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７９

上海税务司报告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６　 １８５６　 １７８２　 １７８７　 １７６０　 １７０５　 １６６０　 １５８２　 １６０４

江苏省 １７７５　 １７９５　 １７６１　 １７１９　 １６２６　 １６１７

四川犍为县 １６９０　 １７５０　 １７８０　 １８５０　 １８８０　 １７２０　 １６１０　 １６６０　 １６３０　 １５１０　 １４２０

山西省 １８３０　 １８６５　 ２０６３　 １２１０　 １０５０　 １２６０

年份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　 １８８２　 １８８３　 １８８４　 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　 １８８７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９　 １８９０

上海税务司报告 １６３６　 １６７３　 １６６８　 １６６８　 １６３４　 １６３３　 １６３１　 １５３０　 １５６４　 １５６９　 １４７３

江苏省 １６６０　 １６８７　 １６６１　 １７０８　 １６９０　 １７０２　 １６５５　 １５７７　 １５８４　 １５５７　 １５４０

四川犍为县 １４２０　 １４４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７０　 １６３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２０　 １７２０　 １６９０　 １４６０

山西省 １６５８　 １５３１　 １５０３

　　资料来源：上海税务司报告来源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５８７～５８８页）；四川犍为县数据来自民国《犍为县志》卷２８经济（巴蜀

书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７０页）；江苏省的数据来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２４２、５０８页），山西省的数据来自

本文“山西省银钱比价简表”及本文第二部分的相关数据。其中，江苏的数据为上半年与下半年取平均数所得，山西的数据亦是对每

年现有数据取平均数所得，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这是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的折中选择。

由上表可以制作出一个银钱比价的曲线图，来反映１８６９～１８９０年中国部分地区银钱比价的宏观

走向如下。

·８８·

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认为始于同治末叶，主要由于制钱供给的减少所引起；彭信威认为始于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郑友揆认为始于同治十二

年（１８７３年），王宏斌认为始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三者均以国际银价下跌、铜价上涨为引 发“钱 贵 银 贱”的 主 要 原 因。梁 启

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１９１０年），《饮冰室合集》第２册（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页；彭信威：《中国货币

史》，第５８７页；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２期；王

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第１１０页。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１９１０年），第１６、１８页。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５８７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２２１页；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

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２期；谢杭生：《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１８９４～１９１１）》，《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１１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９～２１０页；王 宏 斌：《晚 清 货 币 比 价 研 究》，第１１４页；张

宁：《中国近代货币史论》，第６３页。

彭信威所引数据来自梁启超的《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第２１集，第１５页），彭将 梁 启 超 书 中 的 海 关 两 统 一 换 算

为了库平两。在笔者查核数据时发现，林满红的《银线》书中“清朝的银钱比价１６４４～１９１１”表存在较大问题（《银线》第７６～
７７页），其１８５３～１９１１年间的数据全部是引用民国《犍为县志》关于犍为县的相关数据，而且自１８５９年以后的数据出现了与

原文献错位的错误，因为民国《犍为县志》中缺少１８５９年的数据，而林则将１８６０年的数据放入１８５９年中导致错位，至１８９９
年又录错，１９０９年以后才与《犍为县志》一致。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中亦有一处错误，即将上海税务司报告中１８７３年数据写

错（本来应为“１８００”，误写为“１８０８”，该书第二章第３３页），由于这两本书的影响力较大，相关数据多被引用，故应引起注意。



图１　１８６９～１８９０年中国部分地区银钱比价走向图　（单位：文／两）

此外，本文还搜集到一些其他地区在该时期的零散银钱比价数据，可对本问题的分析提供支持。
限于篇幅，仅以简表形式开列，如下：

表３　“丁戊奇荒”时期中国部分地区银钱比价表①　（单位：文／两）

光绪

二年
（１８７６）

天津：十月，１８００。
南昌：二月，１７１２。

光绪

三年
（１８７７）

河南省：１５００～１５２０。
天津：九月，１４２０；十二月，１３５０。
宁波：十月，１４７２。

光绪

四年
（１８７８）

河南省：二月，１１００（济源县）；三月，１２５０～１２６０（开封）、１４００（陈留县）；四月，１１８０～１１９０（黄河北）、１３００（黄河南）、
１５００（周家口）；七月，１２３８（洛阳）、１１０３（渑 池）、１１１８（陕 州）、１２３８～１２４８（灵 宝）；八 月，１０００（怀 庆）；十 一 月，１２００
（洛阳）。
宁波：十月，１４１７～１５２８。
南昌：二月，１５８０。

光绪

五年
（１８７９）

河南省：三月～闰三月，１５４０（周家口）、１４１９（渑池）。
宁波：十二月，１５９７。
南昌：十二月，１６６７。

　　从表２、表３可以看出，各地钱价在“丁戊奇荒”之前、期间、之后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剧烈波动。各

地钱价变化的原因较为复杂，其影响也多有差异。但在此时期华北大灾荒的发生以及各地大规模的

赈灾活动，无疑是影响钱价变动的重大因素，在部分地区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对此，有必要对“丁戊奇

荒”前后各地银钱比价的变动过程、相互关系进行考察。
如前所述，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货币比价在１８７０年代初开始转变为钱贵银贱，具体时间节点有

同治末叶、１８７１年、１８７３年、１８７５年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的依据稍有差异：“同治末叶说”与“１８７１
年说”所依据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于上海税务司１８７０～１９０４年的海关统计报告②；“１８７３年说”的依据

来自《北华捷报》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刊载的上海规元与制钱比价资料③；“１８７５年说”的依据来自罗玉东从

江苏省厘金奏报档案中整理出的１８７４～１９０８年银钱兑换率④。可见，上述说法均是依据晚清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银钱比价资料⑤，并依此而推之于全国。虽然这些数据序列较为完整，但却有明显的以偏

概全之嫌。因为不少其他地区的资料显示，１８７０年代初期的钱贵银贱趋势并不明显，甚至频繁出现

银价持续上涨的现像。四川犍为县在１８６９～１８７３年、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间均有较明显的银价上涨⑥；山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表中部分银钱比价原始数据为地方银两（如“漕平”、“规银”、“洋元”等）与制钱（如“津钱”、“九六钱”等），并存在“短陌”行为，

为方便起见，笔者均按当时的折算标准，统一为库平银与制钱数的比价。资料来源：《李鸿章 全 集》奏 议 一，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５０页；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８册，第５５９６、５６０６、５６０９、５６１２、５６１７、５６２６、５６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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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现有数据显示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间的银价持续上涨①，１８７６年亦继续增长②；江西省在１８７３～１８７４
年间银价日增③，１８７５年冬至１８７６年初银价又涨④；地处东北的盛京，在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７７年初，银价处

于明显 上 涨 的 态 势，之 后 开 始 大 幅 跌 落⑤；直 隶 省 在１８７６年 仍 处 于 银 价 上 涨 的 情 况 之 中⑥；北 京 在

１８７６年亦处在“银 价 太 昂”的 形 势 中⑦；上 海 在１８７６年 甚 至 还 出 现 了 银 价 日 昂 的 现 象⑧。所 以，以

１８７０年代初期作为全国“钱贵银贱”出现的节点，并不能使人信服，应该重新审视。
需要注意的是，１８７６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旱情已较为突出，清政府亦饬令被灾各省

“讲求救荒之策”、“加意赈恤”，但此年的救灾仅以蠲缓、设粥厂、借济仓谷等措施为主⑨，并未出现省

际间赈款、赈粮的明显流动，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到１８７７年才开始。故１８７６年灾区发生了灾情蔓延与

银价上涨同时存在的现象，如直隶“今年春夏亢旱，销数愈滞，兼之银价日昂，亏赔益多”瑏瑠；山西“本年

春夏亢旱，岁歉民贫，脚价既增，银价又贵”瑏瑡。
现有资料表明，较明显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出现在１８７７年，并大范围扩散，于１８７８年钱价水平达

到高峰，至１８７９年钱价增长才基本结束。钱价变化的这一过程与“丁戊奇荒”及其赈灾活动的发生、
发展相始终。

随着灾情日益严重，灾区产生了对制钱的大量需求，并通过赈灾活动将此传递到了灾区之外。其

他地区对华北的赈灾活动中，出现了大规模以银易钱、运输钱文的行为，短期内带动了全国性的钱价

上涨与银价下跌。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四月，扬州“于日来钱价步步见涨，洋价步步见跌，均因山东

赈款共需大钱五六十万串，克期解清”瑏瑢。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十月，天津、上海、苏州、扬州、宁波等地

均因向灾区大量输送赈灾钱文，而使钱价异常昂贵瑏瑣。正如时人所论，“吴门来信……闻有人载钱数

十万串，带至天津发赈，故钱价复涨，洋价更跌，日来每洋不过１０１０文云。回忆去岁秋冬之时，沪上钱

价日涨，亦均谓系运往天津办理赈务。今省垣又复如此”瑏瑤。但持续不断的外部赈款并未真正缓解灾

区对制钱的庞大需求，如，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山西“哀鸿载道，所急者不在粮米，而在钱文”，时人对此

颇为不解，“夫晋省素号银窟，汇兑银号遍于天下，际此荒灾，反苦无钱，是道是理之不可解者也”瑏瑥，至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六月依然是银价日落、钱价高企瑏瑦。河南的制钱供应亦极为窘迫，光绪四年（１８７８
年）三月“汴省艰食而兼钱荒”、“汴城有银不能换钱，有钱不能换粮”瑏瑧。四月，虽有皖北铜钱入豫，但

钱价依旧高昂，根本不敷赈用，“灾民苟有钱文，即可籴食，故弟等定见放钱。所恨者银价只一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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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文，且少现钱。河南银价一千三百余，皆系用票，访问多人，万不能在河南易钱”①；五月，钱文

仍严重匮乏，赈豫人士不得不长途跋涉，“往临清购钱”、“往清化买钱”、“由省运钱至获（嘉）”，疲于奔

命②。

与上述情况对应，灾区及外部地区的钱价均出现了显著上升，且１８７８年的钱价总体上高于１８７７
年，而１８７９年钱价逐渐回落。灾区的银钱比价变动非常剧烈，如，河南１８７８年内的平均钱价比１８７７
年上涨了２９０文，１８７９年则比１８７８年回落２６０文③。外部地区，如江苏、上海、宁波、天津、南昌等地，
也出现了类似的钱价变动，只是变动的幅度要小于灾区。同时，若以年内变化来看，河南灾区在１８７８
年内钱价逐步上升，如洛阳十一月的钱价比七月上涨３８文④，而且受灾严重的豫西北地区（如济源、

怀庆、渑池、陕州等地）钱价明显高于受灾较轻的豫南地区（周家口等地），此特征与前述的山西年内变

化相一致。北京在１８７８年也出现了钱价上涨、银价骤跌的情况⑤。此外，四川犍为县地处西南，其该

时期的钱价变化能够对上述立论进行很好的检验。犍为县在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亦遭受了旱灾⑥，钱价在

１８７６～１８７９年间快速上涨，以１８７８年的上涨幅度最大，之后钱价缓慢回落，至１８８０年代中期止⑦，这
一趋势与华北灾区、江南地区的钱价变化相吻合。可见，全国各地的钱价变化在“丁戊奇荒”时期呈现

出相当一致的钱价上涨趋势。
当然，影响银钱比价变动的因素很多，有前文所述及的常规因素（制钱铸造、铜矿产出、市场贸易、

国际银价等），也有难以预测的非常规因素（战争、灾荒等）。“丁戊奇荒”时期各地的钱价变化即受到

常规与非常规因素的影响，如，处于重灾区的山西、河南、直隶等地铜钱奇缺、钱价高昂，除前述的灾荒

因素外，还有“道光以来钱局鼓铸既不如额，民间销毁又日见多”的因素⑧；苏州钱价在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

不断上涨，除了赈灾晋豫、输送钱文的因素外，还受“府宪谭太守禁止小钱，概用通足卡钱”的影响⑨；
上海亦有类似情况，“上海城厢内外去岁得知苏杭各处禁用小钱，亦欲效之，于是大张晓谕奉宪禁止小

钱”瑏瑠；天津的钱价日昂，除受赈灾影响外，还有毁钱、私铸的因素，“近来铜钱日少，银价日贱，皆缘奸

人在暗毁国宝、私铸砂钱之故”瑏瑡；南昌的钱价则受到茶叶市场贸易的季节性影响瑏瑢；国际银价下跌的

因素亦不能忽视，“前、去两年，银价与金价相较，银价实为大贱，盖缘昔年欧洲诸国除普国等以银为准

外，余皆以金为准，迨至普法交战后……普廷陆续将银出售，银日多而价日贱……”瑏瑣制钱铸造在道光

朝以后即持续减少，其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而私铸小钱、市场季节贸易、国际银价跌落等因素更是

潜移默化地在商品市场运行中逐渐产生影响的，这些因素并不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全国大范围的钱价

波动。可见，上述常规因素对钱价变化的影响在“丁戊奇荒”时期，明显处于次要地位，真正在短时期

内推动全国性钱价上涨的还是此次空前的华北大灾荒。正如时人所述，“苏城日来洋价日就跌落，询

之市人，据云豫晋振务大半多载钱而去，故钱价日贵，而洋价日贱云”瑏瑤，“直隶、豫、晋三省散赈之钱，
均须由南往……苏、沪两处均仅因运去钱数十万，即使钱价骤涨”瑏瑥。

１８７９年之后，各地银钱市场总体上呈钱价下跌、银价回升的态势，并延续至１８８０年代中期，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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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钱价增长期①。考察１８７９年之后近十年的钱价回落、银价增昂现象，除关注气候

回归正常、灾情缓解、赈粮赈款供应等情况外，尤其应注意人口损失对银钱市场及粮食市场的影响②，
以及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商 品 市 场 发 展 对 银 钱 市 场 的 影 响③。同 时，随 着 灾 荒 这 一 非 常 规 因 素 的 退

却，以国际银价变化为代表的诸常规因素对银钱比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到了钱价

重新上涨的１８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限于本文的篇幅与结构，该问题论述从略。
综上所述，“丁戊奇荒”导致的银钱比价变动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也未纳入到对１９世纪后

半期“钱贵银贱”现象的讨论。从银钱比价变动的客观结果上讲，发生“丁戊奇荒”的１８７７年才是中国

１８７０年代“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灾区与外部地区之间通过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发生了频繁

的粮食与银钱互动，短时间内带动了１８７７～１８７９年全国性的钱价上涨、银价跌落。这一明显的货币

结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十余年的金融波动④。而出现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前文

述及的诸常规因素，而是一场罕见的华北大灾荒。若联系到乾隆八年～乾隆九年（１７４３～１７４４年）大

旱灾、道光前期的大瘟疫、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末上海的金融风潮，则可以考察在大灾荒、大

动乱、大投机中的银钱比价与人口、粮价、金融、外贸等有着何种的重大变动趋向，并如何影响着当时

及其后的经济形势。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地方。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２—１０
作者韩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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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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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表２、图１、表３。

大量史料显示，山西、河南等重灾区的人口损失极其严重，这在客观上缓解了灾区对赈粮、赈钱的需求，从而影响货币的流通

结构与流动方向、以及商品市场的供需结构，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夏明方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环境史研究”课程上，曾多

次讨论战争与灾荒造成的人口损失对社会生产、商品市场、货币结构的影响。此处即受夏老师观点影响。

灾后，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随着经济生产的恢复、商品市场的发展，社会对白银与制钱的需求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形成一般的货币流通规律，贵金属的社会需求重新增加，银价亦随之上升。王宏斌对此问题 曾 有 过 较 详 细 的 分 析，参 见《晚

清货币比价研究》，第３、１０３～１０５页。

依据表２、图１可知，上海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间的钱价才回升至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间的水平；江苏１８８６～１８８７年间的钱价与１８７８～
１８７９年间相仿；犍为县则滞后些，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年间的钱价才恢复１８７９～１８８０年间的水平。


